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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偏好激励父代挣取更多收入了吗?

———基于子女数量基本确定的情形

刘厚莲

(１．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７５;２．深圳市坪山新区发展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５１８１１８)

摘要:本文利用２０１３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在子女数量基本确定的情形下男孩偏好对父

代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拥有男孩能够激励父代更努力工作,并获取更多收入,但父代并不会随着男孩增多而

形成更大的激励效应;男孩对年轻一代的父代的激励效应小于年老一代的父代;男孩对父亲的收入激励效应强

于母亲;男孩偏好对三类人口家庭的父代激励效应由弱至强依次为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城镇本地户籍

人口.尽管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步回归正常值范围,但男孩偏好对父代的经济行为仍能产生显著影响,这对

我们认识男孩偏好的长期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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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在中国社会,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备的价值,特别是家庭和社会价值[１],由此导致中国家庭形成

了明显的男孩偏好.在没有生育限制的经济社会中,家庭通常会选择生育较多子女以保证至少拥有

一个男孩,然而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余年中,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处于偏高的发展态势(出
生人口性别比明显高于１０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存在子女性别选择以满足男孩偏好.这种

明显的男孩偏好势必会对父代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本文试图分析子女性别对父代收入的影响,这对

我们认识男孩偏好与父代收入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长期以来,大量学者关注和研究了父代的经济社会特征对子女教育、职业选择、收入等的影

响[２][３][４][５].也有学者关注了子女性别对父代经济行为的影响,学者们认为男孩将增加父亲劳动投

入和收入,存在正向激励效应;增加母亲照顾男孩的时间,从而减少母亲的劳动时间等.家庭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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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小孩的出生需要得到父母亲的照料,尤其是母亲,这将降低母亲劳动参与率,而父亲通常存在努

力工作的激励效应,因此男孩的出生与母亲的劳动参与存在负相关关系,与父亲的劳动收入存在正相

关关系[６][７][８].国外学者针对美国、德国和韩国等发达国家进行了研究,Lundberg、Rose和Lundberg
分析了美国的子女性别对父亲的劳动供给和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子女是男孩会明显提高父亲的劳

动投入时间和收入,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９][１０];Choi等分析了德国子女性别与其父亲收入的关系,也
得到了类似的结论[１１];Choi和 Hwang研究了在韩国家庭中,相比男孩的母亲,女孩的母亲更倾向于

全职工作,即孩子是女孩导致母亲劳动时间增加,同时父母亲也期望男孩比女孩能接受更多的教育,
尽管韩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基本处于正常水平,但是在子女出生后仍然存在明显的男孩投资偏

好[１２].还有少量的研究关注了中国的家庭,Knighta等和罗凯研究了中国农村家庭收入与子女性别

之间的关系,发现男孩对家庭收入存在正向激励效应[１３][１４].综上所述,国外在子女性别对父代经济

行为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多,国内研究相对不足,且大多只关注了性别偏好对父代收入、劳动的影响,并
未考虑在子女数量基本确定的情形下,子女性别、数量对父代收入的长期影响.

当家庭拥有子女数量基本确定时,子女性别偏好会对父代收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

具体问题包括:(１)拥有男孩与未拥有男孩的家庭之间,父代收入是否存在差异? 拥有不同数量的男

孩对父代收入存在什么样的影响? (２)伴随着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步回归正常,性别偏好的父代激励是

否存在弱化效应? (３)同在城镇的外来人口与城镇本地户籍人口之间性别偏好的父代收入效应是否

存在差异? 本文在理论假设基础上,运用２０１３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流动人口数据、城镇

本地户籍人口数据实证考察子女性别对父代收入的影响.

二、理论假设与模型设定

(一)理论假设

男孩偏好导致父母亲的经济行为随家庭子女性别而发生变化,如父亲与儿子共处的时间多于女

儿[１５][１６];男孩在获取早餐喂养时间、照料、疫苗等方面都比女孩要多[１７][１８];男孩在教育投资方面也更

具有优势[１９].根据现有相关研究,父代的收入与子女性别存在两种效应:一是激励效应,当子女为男

孩时,体现家庭“后继有人”“光宗耀祖”的价值,能够激励父代赚取更多的收入,具有财富积累的激励

效应;二是选择效应,当父代经济条件较好时,父代会通过超生、性别技术选择等方式选择意愿生育的

性别子女.因此,父代的收入与子女性别存在相互影响的逻辑关系.然而,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具有

一定的时间限制,因为人口不可能在任何年龄阶段都拥有较强的生育能力,在一定年龄阶段之后,生
育能力显著降低,此时父代经济收入对子女性别选择的效应基本不存在.

本研究聚焦在父代基本退出生育年龄阶段后,此时子女数量和性别已经确定,且仍处在劳动获取

收入的阶段,那么性别偏好还能激励父代挣取更多收入吗? 按照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孩承

担着传宗接代的重任,男孩偏好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个体层面的人身安全、保障安全、地位安全、自我价

值实现的保障[２０].因此,父代与子女性别之间可能存在如下影响逻辑机理:在子女数量基本确定情

形下,相比没有男孩的家庭父代,拥有男孩的父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前,仍然努力工作,巩固家庭经济

社会地位,为子女教育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积累更多经济财富.由此提出假设１:
假设１:相比没有男孩的家庭父代,拥有男孩的家庭父代会更努力的工作,获取更多的劳动报酬,

为子代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
尽管家庭中拥有男孩能够激励父代努力工作,但并非是男孩越多,这种激励效应会越大.研究表

明,中国生育文化中具有强烈的“儿女双全”偏好,相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尽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儿女双

全”偏好减少近三分之一,但 “儿女双全”的生育意愿仍然保持主体地位,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平均理想子

女数为１􀆰６７人[２１];庄亚儿等运用２０１３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分析发现,理想子女数为两个孩子的比

重达到８１􀆰８％,占绝对主导地位,在理想子女数为两个孩子的人群中,８１􀆰７％的人希望生一儿一

女[２２].可以发现,家庭子女性别组合最优选择为“儿女双全”,他们认为从一儿一女的子女组合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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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的效用最大.由于男孩较高的养育成本和快速提高的婚姻成本,促使人们不再愿意多生男孩,这
也充分表明家庭中拥有的男孩数量并不是越多所获得的效用就越大,男孩数量越多不一定能激励父

代越努力工作,甚至不能产生正向激励效用,故提出假设２:
假设２:当家庭拥有的男孩数量增多时,父代努力工作的激励效应减弱.
伴随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现代婚育文明新风逐渐推行,现代文明传播与人们生产生活方式

不断转变,性别偏好逐渐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男孩偏好存在弱化的趋势[２３].随着父代思想的逐步

开放和进步,“生儿生女都一样”的观念逐渐被接受.相比老一代的父代,年轻一代的父代存在弱化男

孩偏好的可能,子女性别对年轻一代的父代经济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弱化.由此,提出假设３:
假设３:拥有男孩对年轻一代父代收入的激励效应要比年老一代父代小.
(二)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依据经典的明瑟收入方程(Mincer,１９７４),本文的基本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Y＝φ０＋∑φichildsexi＋∑θjxj＋u (１)
其中lnY表示父代收入的对数,childsexi 为家庭中子女性别的变量,使用虚拟变量表示.xj 为

控制变量,包括小孩数量、年龄、教育、职业等,φi、θj 为相应变量的回归系数,φ０ 表示截距项,u为随机

误差项.
除了分析家庭子女性别对父代收入的影响,本文还分析男孩数量对父代收入的影响,由此设置了

四个虚拟变量,表示家庭中拥有男孩的数量,即０个男孩、１个男孩、２个男孩和３个及以上男孩.通

过家庭中是否拥有男孩和拥有男孩的数量来细致考察子女性别和数量对其父代收入的影响,其中还

特别考察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子女性别对父代收入的影响.
因为考察的是家庭子女数量基本确定情形,并且认为子女性别是先天决定的,不会通过技术手段

使其发生改变,所以此阶段子女性别对父代收入的影响可以避免由于经济收入条件好而带来的性别

选择效应,有效避免了解决内生性的难题.模型估计将运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子女数量、性别对其父

代收入的影响,为避免异方差降低 OLS估计效率,本文采用稳健标准差 OLS估计.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３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实施的调查,即２０１３年全国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调查对象包括流动人口(问卷A、问卷B和问卷C)和城镇本地户籍人口(问
卷D).本文主要使用调查问卷(A)和问卷(D)的数据,流动人口调查问卷(A)是以３１个省(市、区)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２０１２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
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对象主要为在流入地居住１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１５~５９周岁流动人口

(“一大”调查对象),样本容量为１９８７９５个.城镇本地户籍人口问卷(D)是以本区(县、市)城镇户籍１５~
５９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为调查对象,调查地区为上海市松江区、江苏省苏州市和无锡市、福建省泉州市、湖
北省武汉市、湖南省长沙市、陕西省西安市和咸阳市,样本容量为７５００个.该数据样本容量大、代表性

较好,并且涵盖较为详细的子女信息、工作收入、教育、职业等信息,为本文研究奠定了数据基础.
以父代年龄、子女情况、收入等变量条件处理样本数据,条件主要有:(１)选择个体年龄在４０~５９

岁之间的样本,这是考虑到４０~５９岁的人口继续生育的意愿和能力都十分小① ,此阶段父代拥有子

女数量基本确定,能够充分反映子女性别因素对父代收入的影响;(２)选择已婚且拥有小孩的家庭,不
考察无子女家庭的父代经济行为.经过变量条件处理,再删除缺省值,最终得到流动人口样本容量为

４８５０５个,城镇本地户籍人口样本容量为２３０７个.
(二)变量说明和统计性描述

１．父代收入变量.问卷询问了被访问者的工资收入情况,该问题是“您个人上个月的收入是多少

钱?”,由此衡量父代收入水平.数据显示,拥有男孩的流动人口家庭父代月收入平均值为３２６０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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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男孩的流动人口家庭父代月收入平均值高出３２４元;拥有男孩的城镇本地人口家庭父代月收入

平均值为３３４５元,比没有男孩的城镇本地户籍人口家庭父代月收入平均值高出４４８元,都说明拥有

男孩的家庭父代收入更高.

２．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变量.子女数量为连续变量,反映父代的子女个数.流动人口家庭子女

平均数量为１􀆰６７,城镇本地户籍人口家庭的子女平均数量为１􀆰１４个.对于流动人口家庭而言,０个

男孩的家庭比重为２０􀆰６３％,１个男孩的家庭比重为６５􀆰４０％,２个男孩的家庭比重为１３􀆰３２％,３个及

以上男孩的家庭比重为０􀆰６５％,大约７９􀆰４％流动人口的家庭拥有男孩.对于城镇本地户籍人口家庭

而言,０个男孩的家庭比重为４３􀆰０９％,１个男孩的家庭比重为５４􀆰６２％,２个男孩的家庭比重为

２􀆰２５％,３个及以上男孩的家庭比重为０􀆰０４％,大约５６􀆰９％城镇本地户籍的家庭拥有男孩.由此可

知,流动人口的子女平均数量多于城镇本地户籍人口,拥有男孩的流动人口家庭比重显著高于城镇本

地户籍人口家庭.城镇本地户籍人口家庭的单孩率显著高于流动人口家庭,这主要是城镇本地户籍

人口家庭受政策限制较大所致;在单孩家庭中,拥有男孩的流动人口家庭比重为６８􀆰９２％,显著高于

拥有女孩家庭的比重,也高出城镇本地户籍人口家庭约１７􀆰５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单孩的流动人

口家庭进行性别技术选择的可达性较城镇本地户籍人口高.

３．父代的年龄、教育和职业变量.考虑到被访问者的收入水平影响因素较多,且相互之间存在较

大的关联,本文选取了年龄、教育和职业３个变量.年龄根据出生年份计算,可以反映被访问者的工

作经验积累情况,为连续变量.受教育水平由教育程度反映,未上过学为０年,小学为６年,初中为９
年,高中和中专为１２年,大专为１５年,大学本科为１６年,研究生为１９年.在职业方面,根据调查问

卷问题“您现在的主要职业是什么?”,主要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

员,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经商,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建筑等１８个选

项,反映被访问者的职业状况.根据张昭时和钱雪亚的职业划分方法,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

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经商等４类职业划分为脑力职业;农、林、
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建筑等１４类职业划分为体力职业[２４],该变量设置为虚拟变量,
其中１为脑力职业,０为体力职业.各变量的具体含义、处理后样本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与样本统计性描述

变量 变量含义
流动人口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城镇本地户籍人口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对数工资 月工资收入的对数×１０００ ７９２７．３ ５４５．８９ ７８５２．５２ ５９２．０７
孩子数量 家庭孩子的数量 １．６７ ０．６９ １．１４ ０．３８
年龄 被访问者的年龄(岁) ４５．１３ ４．３２ ４７．１５ ５．２２
年龄的平方 年龄的平方 ２０５５．２ ４０９．４ ２２５０．１２ ５０８．１４
教育 被访问者的受教育水平(年) ８．６３ ２．６１ １０．８９ ２．８４

脑力职业
１＝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
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办事人员
和有关人员,经商

２７．５８％ ３５．６３％

０个男孩 １＝表示子女中没有男孩 ２０．６３％ ４３．０９％
１个男孩 １＝表示子女中有１个男孩 ６５．４０％ ５４．６２％
２个男孩 １＝表示子女中有２个男孩 １３．３２％ ２．２５％
３个及以上男孩 １＝表示子女中有３个及以上男孩 ０．６５％ ０．０４％
单孩家庭 １＝是 ４３．９２％ ８７．３０％
单孩家庭中孩子是否是男孩 １＝是 ６８．９２％ ５１．４３％

　　注:流动人口样本容量为４８５０５个,城镇本地户籍人口样本容量为２３０７个.

四、实证回归结果和分析

本部分报告和分析子女性别对父代收入影响的实证结果,并从独生子女家庭、代际、父亲和母亲、
城镇外来人口与城镇本地户籍人口等角度考察子女性别对父代的影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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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回归分析

当只考虑家庭中是否拥有男孩时,表２第１列的结果表明当家庭中没有男孩时,显著降低了

４０~５９岁父代的收入,这意味着相比那些拥有男孩的家庭的父代,没有男孩的父代更不愿意努力工

作,本文的假设１得到验证.父代认为女儿并不能传宗接代,当女儿出嫁后,自己只需“养家糊口”,并
不需要努力打拼,表现出明显的消极心态;反之,拥有男孩的家庭,父代更愿意努力工作,赚取更多的

收入,巩固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对单孩流动人口家庭而言,拥有男孩的父代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工

作,可以激励他们获取更多的收入报酬,充分体现男孩偏好对父代的正向激励效应.
　表２ 子女性别对父代收入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全部流动人口样本

是否有男孩 男孩数量

单孩流动人口样本

是否有男孩

小孩数量 －１２．１４∗∗∗

(３．７４)
－１１．００∗∗∗

(３．９８)

０个男孩(１＝是) －２１．１６∗∗∗

(６．０６)

１个男孩(１＝是) ２１．６７∗∗∗

(６．１１)

２个男孩(１＝是) １７．００∗

(９．２７)

３个男孩(１＝是) １．４４
(３５．６２)

是否男孩(１＝是) １８．０７∗∗

(７．６８)

年龄 ２２．７４∗∗

(９．６０)
２２．６９∗∗

(９．６０)
１３．９０
(１４．５０)

年龄的平方 －０．２９∗∗∗

(０．１０)
－０．２９∗∗∗

(０．１０)
－０．１６
(０．１５)

教育水平 ３１．０８∗∗∗

(１．００)
３１．０６∗∗∗

(１．００)
３０．５０∗∗∗

(１．３８)

是否脑力职业(１＝是) １７２．９３∗∗∗

(５．９７)
１７２．９６∗∗∗

(５．９７)
２０７．８４∗∗∗

(８．０４)

常数项 ７２０３．０１∗∗∗

(２２５．８８)
７１８１．３９∗∗∗

(２２６．０９)
７３０６．４１∗∗∗

(３４０．２２)

调整 R２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６
样本量 ４８５０５ ４８５０５ ２１３０３

　　注:(１)这里仅给出了流动人口样本的回归,在下面的分析中将给

出城镇本地户籍人口样本分析,结论都符合本文的假设１和假设２;(２)

∗ 、∗∗、∗∗∗ 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３)括号

内数值为稳健标准差,下表同.

当家庭拥有男孩的数量增多时,父代努

力工作的激励效应减弱,这验证了本文的假

设２.由表２的第２列可知,只拥有１个男

孩比拥有２个男孩的激励程度更大,拥有３
个男孩的激励效应不显著,说明男孩数量多,
并没有对父代工作、收入形成更大的激励效

应.可能的原因是,家庭中拥有的男孩数量

增多时,当他们长大成人后,成为家庭中主要

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家庭收入的主

要贡献者,父代赚取收入“退居二线”.另外,
拥有１个男孩对父代的收入激励效应最大,
说明家庭可能倾向于选择一男一女的子女性

别组合.
观察其他变量,对于４０~５９岁的父代,

小孩数量增多将降低父代的收入水平,这可

能是子女逐渐成为家庭劳动力的主力,承担

部分家庭经济负担,使得父代不再需要努力

赚取收入.由年龄反映的父代工作经验符合

倒 U型工资经验理论,与大多数研究结论一

致.接受过更多的教育,积累了更多的人力

资本,有利于父代收入提升.对于职业而言,
脑力职业通常都有利于带来更高的收入.

(二)代际差异的分析

由表３可知,未拥有男孩对５０~５９岁父

代收入影响的回归系数为－２７．０１,显著小于

４０~４９岁的父代,表明５０~５９岁的父代收

入的负向效应大于４０~４９岁的父代,说明相比老一代的父代,年轻一代的父代拥有更弱的男孩偏好,
男孩对年轻一代的父代的激励效应没有年老一代强.年轻的父母思想逐渐开放,男孩偏好存在弱化

趋势,使得这种激励效应在代际之间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年代推移而呈现弱化趋势.对拥有１个

男孩家庭而言,５０~５９岁父代收入激励效应显著大于４０~４９岁,这说明年老一代的父代收入激励效

应显著强于年轻一代的父代,本文的假设３得到验证.
(三)父母亲差别的分析

在家庭分工中,父亲和母亲通常具有不同的经济社会角色.由表４可知,和母亲相比,没有拥有

男孩对父亲收入的负向激励效应更强,这与中国家庭中父亲“当家”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对父亲而言,
没有拥有男孩对父亲形成显著的收入负向激励效应,说明父亲存在显著的男孩偏好,由此没有儿子使

得他们更不愿意积极工作;对母亲而言,没有男孩并没有对她们形成显著的收入负向激励效应,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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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子女性别对父代收入影响的代际回归结果

变量
５０~５９岁

是否有男孩 男孩数量

４０~４９岁

是否有男孩 男孩数量

小孩数量 －４７．２４∗∗∗

(８．３９)
－４１．８５∗∗∗

(９．０７)
－２．９８
(４．１０)

－３．０２
(４．３６)

０个男孩(１＝是) －２７．０１＋

(１６．６０)
－２０．１２∗∗∗

(６．５８)

１个男孩(１＝是) ３０．０９∗

(１６．７９)
２０．１３∗∗∗

(６．６４)

２个男孩(１＝是) ８．４９
(２２．７２)

２０．０７∗∗

(１０．００)

３个男孩(１＝是) －４１．６２
(６１．５１)

２２．２９
(３６．４７)

年龄 －１１６．９６
(９２．６１)

－１１５．７６
(９２．６２)

－４９．６６
(３３．１８)

－４９．６６
(３３．１８)

年龄的平方 ０．９９
(０．８６)

０．９８
(０．８６)

０．５４
(０．３８)

０．５４
(０．３８)

教育水平 ２２．４６∗∗∗

(２．２２)
２２．４０∗∗∗

(２．２２)
３３．１９∗∗∗

(１．０６)
３３．１９∗∗∗

(１．０６)

是否脑力职业
(１＝是)

２０２．２３∗∗∗

(１４．３１)
２０２．７４∗∗∗

(１４．３２)
１６７．１３∗∗∗

(５．９２)
１６７．１４∗∗∗

(５．９２)

常数项 １１１３２．６∗∗∗

(２４９０．５６)
１１０６４．７∗∗∗

(２４９１．０８)
８７５３．７∗∗∗

(７３１．１７)
８７３３．４∗∗∗

(７３１．１５)

调整 R２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１５
样本量 ７６２２ ７６２２ ４０８８３ ４０８８３

　　注:(１)这里给出的是流动人口样本的回归结果,因城镇本地

人口样本量有限,在划分为两代人后,回归结果中部分变量显著

程度不高;(２)＋表示１２％的显著性水平.

　表４　　子女性别对父亲、母亲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父亲

是否有男孩 男孩数量

母亲

是否有男孩 男孩数量

小孩数量 －１７．２１∗∗∗

(４．３１)
－１３．６５∗∗∗

(４．６１)
－２２．０４∗∗∗

(６．１８)
－２３．８１∗∗∗

(６．５７)

０个男孩(１＝是)－２２．１３∗∗∗

(７．２９)
－１１．０２
(９．９７)

１个男孩(１＝是) ２５．２２∗∗∗

(７．３６)
８．１０

(１０．０６)

２个男孩(１＝是) －１．７７
(１０．８０)

３４．８３∗∗

(１５．０８)

３个男孩(１＝是) ４３．１２
(３６．７３)

－８３．１６
(５１．８９)

年龄 ２３．７９∗∗

(１０．８２)
２３．７５∗∗

(１０．８２)
２５．３６
(１８．８９)

２４．０６
(１８．９０)

年龄的平方 －０．３７∗∗∗

(０．１１)
－０．３７∗∗∗

(０．１１)
－０．３３
(０．２０)

－０．３２
(０．２０)

教育水平 ２３．３４∗∗∗

(１．１９)
２３．２６∗∗∗

(１．２０)
１８．３１∗∗∗

(１．５０)
１８．３７∗∗∗

(１．５０)

是否脑力职业
(１＝是)

１４０．３５∗∗∗

(６．５０)
１４０．５４∗∗∗

(６．５０)
２４９．２２∗∗∗

(８．９８)
２４８．９８∗∗∗

(８．９８)

常数项 ７５１３．５２∗∗∗

(２５６．４９)
７４８７．３５∗∗∗

(２５６．４９)
７０８５．２０∗∗∗

(４３６．３９)
７１０５．５６∗∗∗

(４３６．５７)

调整 R２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１６
样本量 ３１２９５ ３１２９５ １７２１０ １７２１０

　　注:根据被访问者的性别可以识别调查者是子女的父亲还是

母亲.另外,这里给出的是流动人口样本的回归结果.

说明父亲的男孩偏好显著强于母亲,通常父亲承担着家庭经济来源的最重要角色,较强的男孩偏好对

他们所形成的收入激励效应更大.从拥有男孩数量来看,父亲拥有１个男孩时收入激励效应最大,而
母亲拥有２个男孩时收入激励效应最大,侧面说明父亲和母亲对儿子数量的意愿存在差异.

(四)城镇外来人口与城镇本地户籍人口差异分析

本文对比了城镇三类人口(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城镇本地户籍人口)子女性别对父代收

入的影响差异(表５),其结果表明,拥有男孩对三类人口家庭的父代激励效应由弱至强依次为:乡城

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城镇本地户籍人口.这反映出城镇本地户籍人口的男孩偏好效应强于农村

人口,迁移流动可能促使家庭对男孩偏好弱化.另外,随着家庭男孩数量增加,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的

父代仍表现出正向激励效应,而城城流动人口和城镇本地户籍人口并不会因为男孩多而更努力工作,
甚至还可能存在负向影响.

对于拥有男孩的家庭,拥有男孩对乡城流动人口(来源于农村)家庭的父代激励效应显著低于城

镇本地户籍人口,即男孩对农村父代的激励效应小于城镇本地户籍人口.这可能与城镇计划生育政

策限制强度大有关,导致城镇本地户籍家庭子女数量普遍少于农村家庭子女数量,以至于城镇本地户

籍人口家庭一旦拥有男孩,他们的激励效应要强于农村家庭的父代.对比城城流动人口和城镇本地

户籍人口,拥有男孩对城城流动人口家庭的父代激励效应要弱于城镇本地户籍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家

庭父代发生迁移行为可能弱化他们的男孩偏好及其激励效应.
随着男孩数量的增加,乡城流动人口父代的激励效应减小;城城流动人口家庭父代的效应由正转

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城城流动人口拥有更多的男孩并不会增加其工作积极性;城城本地户籍人口家庭

拥有１个男孩时,父代的效应为正,当拥有３个男孩时,父代的效应为负,且结果十分显著,说明各类

家庭均认为拥有１个男孩最好,拥有更多男孩的父代激励效应并不会比拥有１个男孩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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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三类人口子女性别对父代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乡城流动人口

是否有男孩 男孩数量

城城流动人口

是否有男孩 男孩数量

城镇本地户籍人口

是否有男孩 男孩数量

小孩数量 －１３．８５∗∗∗

(３．８５)
－１３．４７∗∗∗

(４．１０)
５０．４５∗∗∗

(１３．５２)
６５．５０∗∗∗

(１４．７５)
１１６．４０∗∗∗

(３５．７０)
１１５．５３∗∗∗

(３９．７７)

０个男孩(１＝是) －２０．０４∗∗∗

(６．７７)
－３６．３６∗∗

(１４．８７)
－７３．５９∗∗∗

(２２．６９)

１个男孩(１＝是) ２０．０９∗∗∗

(６．８４)
３９．６５∗∗∗

(１４．９４)
７２．９６∗∗∗

(２２．７９)

２个男孩(１＝是) １９．８０∗∗

(９．６２)
－３４．２５
(３４．１６)

１０５．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３个男孩(１＝是) ６．０９
(３１．６７)

－１７９．８８
(１６３．９１)

－７１５．６９∗∗∗

(７７．７７)

年龄 ３０．３３∗∗∗

(１０．３４)
３０．２９∗∗∗

(１０．３４)
－１０．５３
(２５．６９)

－１１．６５
(２５．７１)

３２．６４
(３８．９８)

３３．８２
(３９．０５)

年龄的平方 －０．３７∗∗∗

(０．１１)
－０．３７∗∗∗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２７)

０．０６
(０．２７)

－０．４１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４０)

教育水平 ２７．１３∗∗∗

(１．０９)
２７．１２∗∗∗

(１．０９)
３９．７９∗∗∗

(２．５１)
３９．７４∗∗∗

(２．５１)
４５．５６∗∗∗

(４．５５)
４５．４５∗∗∗

(４．５５)

是否脑力职业(１＝是) １５１．８３∗∗∗

(５．９６)
１５１．８３∗∗∗

(５．９６)
２５６．１５∗∗∗

(１４．３３)
２５６．４２∗∗∗

(１４．３２)
２７０．９１∗∗∗

(２６．６５)
２７０．５７∗∗∗

(２６．６３)

常数项 ７０６３．６∗∗∗

(２４３．１１)
７０４４．１∗∗∗

(２４３．１０)
７８５１．３∗∗∗

(６０９．７９)
７８２２．７∗∗∗

(６１０．７３)
６５４７．９∗∗∗

(９５０．０６)
６４４８．５∗∗∗

(９５０．６０)
调整 R２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１５
样本量 ４１９５２ ４１９５２ ６４６１ ６４６１ ２３０７ ２３０７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男孩偏好与父代收入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三个理论假设,运用２０１３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调查中的流动人口和城镇本地户籍人口数据,实证检验了在家庭子女数量基本确定情形下,子女性

别对收入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代际之间、父亲和母亲、城镇三类人口之间的差异,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在家庭子女数量基本确定情形下,拥有男孩的父代将更努力地工作,并获取更多的收入,说

明父代在退出了生育阶段后,仍然会存在显著的男孩偏好,并且由此影响了父代的经济行为.当父代

拥有的男孩数量增加时,激励父代更努力工作的效应会逐渐下降,甚至为负,其中拥有一个男孩对父

代的激励效应最大,反映出家庭期望拥有一个男孩的意愿最强.
其次,子女性别对父代收入在代际、父母亲和城镇三类人口三个方面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男孩

对年轻一代的父代收入的影响小于年老一代的父代,说明偏好男孩的观念存在弱化趋势,这促使男孩

对年轻一代的父代激励效应减弱.没有男孩对父亲形成了显著的收入负向激励效应,而对母亲却没

有,说明父亲的男孩偏好显著强于母亲.拥有男孩的城镇本地户籍人口家庭父代激励效应最大,其次

是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最小.
在父代退出生育阶段后,子女数量、性别基本确定,此时子女的性别和数量仍会对父代的经济行

为产生影响.中国长期形成的男孩偏好促使父代更努力工作,为子代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积累更

多的财富.这意味着:第一,男孩偏好的影响是长期的,这种影响不仅是在生育阶段,也存在于退出生

育阶段后,这种偏好对父代经济行为存在明显影响,尤其是对父亲而言,当没有儿子时,他们更没有动

力工作获取收入,当拥有儿子时,他们挣钱动力强于母亲;第二,这种由男孩引起的父代激励效应,可
能会导致女孩在发展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地位,进而对女孩的教育、人力资本积累、职业选择等产生不

利影响;第三,流动迁移行为对男孩偏好存在冲击,拥有流动迁移经历的家庭父代男孩偏好激励效应

存在弱化趋势,可能是人口流动至新地域,新的生活环境、文化等对其生育文化、观念和价值形成了冲

击,淡化了男孩偏好,也使他们生育观念转变.总体而言,当前中国家庭仍存在显著的男孩偏好,并且

这种性别偏好所带来的影响是长期的.尽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连续多年下降,呈现逐步回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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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态势,但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回归正常水平并不意味着男孩偏好完全淡化,仍不可忽视男孩偏好

带来的长期影响.需要继续实施关爱女孩行动,推行现代家庭文化建设,重视男女都有义务赡养老人

宣传等,共同促进家庭中男女平等发展.

注释:

① 根据我国妇女生育模式,九成以上的生育都发生在２０~３５岁之间,４０岁之后的妇女生育数量特别少,由此４０~５９岁人口的
经济条件难以对子女性别选择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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